
乾隆朝江南地区两次教案述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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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萍萍

　　乾隆十二年 （１７４７），江南地区发生苏州教案，两名传教士被处死。乾隆十九年 （１７５４），江
南地区再次发生教案，被拿获的五名传教士先被监禁，后被驱逐至澳门。在这两次教案的打击之
下，江南传教区日趋萎缩。本文利用 《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》、 《苏州致命纪
略》和 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中的有关资料，对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忽视的江南
两次教案发生的背景、经过及结果进行分析，以期探讨乾隆朝严惩传教士的原因，而对教案等相
关材料的厘定，有助于考察乾隆时期的禁教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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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末年，罗马教皇下令禁止中国教士、教民 “祭祖”、“敬孔”，从而引发 “礼仪之争”。康
熙帝遂在教廷禁约上硃批：“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，禁止可也，免得多事。”② 从此天主教
在中国失去了公开传播的自由。雍正即位以后，对天主教态度冷漠，表示 “果系精通历数及有技
能者，起送至京效用，余俱送至澳门安插。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，尽行查出送部，转送
内务府销毁。所有起盖之天主堂，皆令改为公所。凡误入其教者，尽行禁饬，令其改易。”③ 京
城之外的传教士一律被驱往澳门，各地教堂或被拆毁或被他用，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受到打击。
乾隆继位后承袭雍正帝的禁教政策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雍正一朝虽然禁教，却没有发生教案，
乾隆一朝则教案不断，于乾隆十二年 （１７４７）和乾隆十九年 （１７５４），江南地区两次发生教案。

一、乾隆十二年 （１７４７）苏州教案

乾隆即位后，因其爱好西洋科技、工艺等，故仍在钦天监、如意馆中留有西洋传教士为之效
力。但他和雍正一样，严禁天主教在华传播，严禁中国百姓入教。乾隆认为：“国家任用西洋人
治历，以其勤劳可嘉，故从宽容留。满汉人民，概不准信奉其教。”④ 乾隆二年 （１７３７），北京传
道员刘二依照教规给弃婴 “洗额诵经”，被官府抓获，交由刑部审理。刑部尚书尹继善上奏，请
求乾隆严惩教徒刘二，严申禁教之令。他在奏折中写道：“我们必须将趋向于欺骗民众的所有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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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教理连根拔除。仅仅是由于西洋人掌握了某些数学知识，陛下的先皇才对外国人充满善意，而
没有迫使他们从中国返回故里。难道曾允许他们于帝国内传播其宗教、从各处聚集吾民并以邪教
教理来扰乱吾民吗……即通过公开张贴告示，而禁止民众参加基督教，并且勒令那些已经加入者
放弃该宗教。臣顿首恳求陛下批准之。”①

乾隆批准了这道奏折。九门提督、五城两县各衙门奉刑部之文，在京城内外大小街道都张贴
告示：“禁止天主教，严拿教中人送部治罪。”② 在宫中为皇帝服务的传教士们得知此事后急忙上
奏。郎世宁 （Ｇｉｕｓｅｐｐｅ　Ｃａｓｔｉｇｌｉｏｎｅ）神父甚至在乾隆来看其作画之际，冒死呈词，请求皇帝放宽
教禁。最终，乾隆特谕： “刑部拿刘二治罪，系彼自犯中国法度，是伊应得之罪，实与天主教、
西洋人无干，钦此。”③ 但是皇帝的新批示，刑部并没有执行，取缔天主教的文书依然被发往全
国各省，并张贴于各个十字路口，甚至贴在北京教堂的门上。冒死向乾隆呈书的郎世宁神父也遭
到指控，“人们在宫殿内严格地对郎世宁进行搜查，看他有没有夹带与呈送给皇帝的请愿书相同
的文书”。④ 禁教风声很紧，陕西、山东的传教士被迫带领信徒躲进大山，以免被抓获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刘二案件引起的禁教风波慢慢平息下来，官府渐渐放松对教徒的监视与控

制。于是，潜藏于各地的传教士们重又悄悄传教。但是传教活动的日渐活跃，再次引起地方官府
的警觉。乾隆十一年 （１７４６）五月，福建巡抚周学健、福州将军兼管闽海事务新柱等先后上奏，
密陈拿获了在福安县传教的白多禄 （Ｐｅｄｒｏ　Ｓａｎｚ）神父等五人以及藏匿西洋神父的中国信徒数百
人。周学健请求皇帝乘此案件，治传教士以重罪，以儆效尤，断绝其再入中华的念头。在五月二
十八日的奏折中，周学健恳请乾隆： “似当乘此，严定科条，治其诬世惑民之大罪，渐行驱逐，
绝其固结人心之本根，使山陬海澨，晓然知天主一教，为盛世所必诛。士民不敢复犯，岛夷不敢
潜藏，方可廓清奸宄。”⑤ 同时，周学健由福安一地拿获五名西洋传教士，联想到全国情形，为
国家安全计，他提醒乾隆应当彻底搜查有无西洋人在境传教，“并请皇上密饬督抚，务各彻底搜
查，不使一名潜藏内地。如此广积久之，流毒一旦涤除，彼狡黠之岛夷亦无所施其技矣。”⑥ 乾
隆听从周学健等的建议，传谕各省督抚等：“倘地方官有不实心查拿、容留不报者，该督抚即行
参处，钦此。”⑦ 各地官员不敢懈怠，禁教行动在全国渐次展开。从七月开始，山东、山西、湖
南、四川等省相继严厉查核有无教士、教民活动。江南也不例外，结果有两名神父被抓获，发生
了苏州教案。
明朝末年，传教士初入中华，江南地区信徒人数位居首。《天主教传行中国考》中考订：“明

末教务最盛者，首推江南。徐光启提倡于先，其子徐骥圣名雅各布伯提倡于后，士民观感兴起，
奉教者所在多有。计江南一省，领洗信教者，不下十万有余，得中国奉教者三分之二。”⑧ 清入
关后，传教士力图赢得皇帝对天主教的好感，为天主教在华传播创造比较好的条件，逐渐把传教
重点转移到都城北京。尽管传教重心北移，江南仍是传教士较为重视的传教区域之一。特别是雍
正、乾隆禁教时期，江南因河道、湖泊较多，便于隐匿，故仍有不少传教士在此活动。江南教区
在整个中国传教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正因为江南地区教务发展的基础较好，所以传教士一
直对它抱有美好的想法，认为禁教风波不会波及于此。尚若翰 （Ｃｈａｎｓｅａｕｍｅ）神父曾在寄回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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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封信中乐观地写道：“江南那美好的基督教会口与其他基督教会口相比较，则较少受到动乱
与欺压的影响。因为江南基督徒的人数如此之多，以至于在所有衙门中都有基督徒，他们自己就
取缔了所有的追捕令；或者是他们在这些命令被执行之前，便发出警报，以使其他基督徒们通过
金钱贿赂而撤销这一切。”①

福建教案发生后，江南官吏接到谕令，四处访拿传教士。乾隆十一年八月初六日，苏州巡抚
陈大受上奏，“臣现在钦遵，密饬地方官严加访缉。如有西洋人潜匿境内，私建教堂、聚众诵经
者，立即通报查拿，遵旨办理。并令将旧日教堂某处改为公所，系作何用；某处系变价归公，现
在何人居住，是否向来入教之人。逐一查明，申报查办。”② 因那时江南信徒中有不少在官衙里
当差，他们消息灵通，所以传教士们早都藏形匿影，暂避风头。分别于乾隆二年、乾隆九年
（１７４４）来江南传教的黄安多 （Ａｎｔóｎｉｏ－Ｊｏｓé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ｓ）、谈方济 （Ｔｒｉｓｔａｎｏ　Ａｔｔｉｍｉｓ）两位神
父也都格外小心谨慎。官吏们东访西缉，并没有什么收获，于是他们向皇帝奏明没有西洋人在江
南地区活动。乾隆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，江苏巡抚安宁奏称：“兹据各属陆续申覆，咸称现在并
无西洋人在境行教，亦无传习其教之人。”③ 同年七月十六日，两江总督尹继善奏称：“兹据各府
陆续呈覆，并据苏州按察司翁藻详称，下江所属现在并无西洋人在境行教，即内地民人亦无传习
其教、转相诱惑之事……至上江地方亦通行查覆，并无西洋人在境，亦无内地民人习教情事。”④

官吏们拿获不到西洋传教士，也知道江南教徒人数众多，并没有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，一概严
拿，恐犯众怒，所以禁教令就渐渐松弛下来。
当江南官吏逐渐放松警惕，禁教风声慢慢平息时，谈方济、黄安多两位神父便又开始悄悄巡

视各个会口。黄安多神父曾在一封写给省会长的信中说： “这里风波不甚险恶，且像残灯似的，
将渐渐熄灭了。”⑤ 不过，黄神父已经察觉出信徒中可能出现不良之辈会向官府告发。在几个月
后的另一封书信中，他写道：“仇教的风声已平，但茹答斯辈，真是可怕，同门仇敌，防不胜防，
奈何。”⑥ 对于熟稔神父行踪的信徒，他们一旦背教，传教士只能束手就擒。果然如此，导致苏
州教案发生的正是一位姓尤的教徒。由于他的告发，谈方济、黄安多两位神父先后被官府抓获，
并被处死于狱中，其他信徒也受到牵连。
尤姓教徒与神父结怨，起因是乾隆十一年他与族人争夺田产时，因其理亏，遭到黄安多神父

的斥责，于是心怀不满，伺机报复。乾隆十二年十一月，谈方济神父在常熟戈庄堂内，黄安多神
父前来拜会，尤姓教徒得到消息后赶赴苏州告发。苏州按察使翁藻派人前去捉拿，谈、黄两位神
父相继被抓获。江苏巡抚安宁将拿获西洋神父一事详细上报朝廷：“访闻苏、松、太各属尚有信
奉天主教之人，并闻常熟昭文一带现有潜住之西洋人。臣等当即飞饬查拿。据该府带同常、昭二
县，于昭文县地方获到西洋人一名谈方济各，并拿获内地现奉天主教之唐德光等数名。逐一研
究，据供：谈方济各于乾隆九年正月内自西洋起身至广东澳门，于九年十一月内由广东、江西一
路到江南之昭文县地方何公祠内潜住。复又究出尚有西洋人一名王安多尼，现在浙江嘉兴府蒯洪
尚米行内。当即差员驰往彼处拘拿，一面飞咨浙江抚臣顾琮。随经浙江抚臣委员协同江省差员，
于嘉兴地方孙景山家内拿获王安多尼，解到江省。臣查谈方济各、王安多尼，不远重洋，潜住内
地，将久奉严禁之教传习、煽惑，其中有无别情，必须严加究诘。现饬臬司隔别研讯，并查开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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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失察之地方官……。”① 与两位神父同时被抓的还有苏州、常熟、嘉定、太仓、丹阳、上海等
地的百余名信徒，其中有不少女教徒。有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沈陶氏，她见到神父和信徒都被抓
获，便自己去投案了。

被拿获的传教士和教徒受到官府反复讯问，教徒中有被严刑拷打仍保持宗教信仰的，如唐德
光被打的皮开肉绽，死于监中；也有还没用刑就背教的，如徐鲁直称自己是 “被惑从教”，表示
“情愿出教”。据 《苏州致命纪略》可知，神父和教徒先后共被审问十次之多：①元和县知县张曰
谟审；②保甲局审；③知府傅椿审，判洋人遣回本国，汪斐理、王若望、谈文多拉杖五十、唐德
光杖五十，枷号两个月；④臬台翁藻审，初判西洋人送回本国，教民保释；⑤三县会审 （元和县
张曰谟、长洲县郑时庆、吴县王继祖），判西洋人拟绞、唐德光、沈陶氏永流边外；其余杖一百，

枷一个月；⑥三县覆讯；⑦新知府姜顺蛟审；⑧臬台翁藻覆讯，判西洋人杖四十，枷二月，驱逐
回国；⑨藩台朱一蜚审；⑩抚台安宁审，依三县决，上奏请旨②。可以看出，判决结果前后不
一，其中以第五次三县会审的判决最为严厉。

在京传教士刘松龄 （Ｈ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）、郎世宁等极力设法营救，他们深恐 “江南一片干净土地，

从此封闭，不能传教了”，于是撰写奏本，请官员代为奏陈。大意是说：“圣教道理正实无邪，教
士都洁身谨行。民间但为奉教缘故，受刑万状，实属冤抑。且天主圣教，明代已来，未闻邪妄之
说，奸诈行为。间虽有人妒恨教士，横加冤诬，朝廷常施恩保护”③。传教士哀请乾隆能够网开
一面、从宽处置，但是没有人愿意替他们把奏本代呈皇上，各大臣惟恐避之不及，纷纷为自己找
借口开脱：“各教都很好，你们的教也好。但国内只有一教，那是更好……他禁止人民奉你们的
外国教，不啻三令五申。倘吾直口谏争，忤了皇上意旨，反使皇上严办教民，那不是反成了一桩
恶事么？”④ 最终，谈方济、黄安多两位神父各 “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律”，于乾隆十三年
（１７４８）在监狱中被绞死，信徒沈陶氏以 “开堂窝顿、左道惑人为从”的罪名，被判充军边外
（沈陶氏是妇人，照律收赎），其余教徒各被杖责一百、八十、四十不等。

二、乾隆十九年第二次江南教案

乾隆十七年 （１７５２），湖北发生了马朝柱反清案，朝廷怀疑与西洋人有关。

马朝柱生于康熙五十一年 （１７１２）前后，湖北蕲州人，后迁往安徽霍山县居住⑤。乾隆十二
年，马朝柱以开山烧炭为借口，在江南的英山、霍山与湖广罗田交界的深山里，安营扎寨，名为
天堂寨，同时宣称西洋不日起事，兴复明朝。马朝柱的反清行踪引起地方官府的注意。乾隆十七
年四月，清军前往罗田县天堂寨搜捕，马朝柱得以逃脱。但马朝柱一直宣称 “西洋出有幼主”，
“西洋不日起事，兴复明朝”，他所建的 “天堂寨”又与天主教教义所宣扬的 “天堂”二字相符，

这一切都引起官府对西洋传教士的怀疑。且官府经过讯问得知，马朝柱的余党散布在江南桐城、

太湖、亳州和河南汴梁等处。在华的西洋传教士因此被当作是马朝柱的同伙，搜捕马朝柱的同
时，秘密传教的西洋人和依旧信教的中国信徒都成为打击对象。

乾隆十七年，福建龙溪、福清等县拿获依旧信教的百姓。乾隆十八年 （１７５３），湖北查获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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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天主教的曹应文等书写番字经札。乾隆十九年，直隶查获宛平县民张显枢等尊奉天主教；江南
则拿获传教西洋人张若瑟 （Ｊｏｓéｄｅ　Ａｒａúｊｏ）等。
在搜捕马朝柱的风声之下，江南提督林君升担心苏、松、太一带靠近海滨，仍会有西洋传教

士偷偷活动，下令：“严饬道府，转饬地方文武，不时留心访察”，结果发现江南仍有不少人都信
奉天主教。官府在苏州、常熟、上海等七个县区，搜捕 “私行奉教”的信徒时，西洋传教士张若
瑟被拘获，大约８００名教徒被告发。地方官员发现，被抓信徒中 “引送窝顿张若瑟来往行教的”
不乏苏州教案中的旧犯。两江总督鄂容安和江苏巡抚庄有恭在奏折中称：“查现获之汪钦一、邹
汉三、尤元常、周德明等，皆属王安多尼案内问拟杖责之犯，不思改悔，翻敢引送容留、助匪煽
惑，是为不法。”①

张若瑟被抓后，在京的钱德明 （Ｊｅａｎ－Ｊｏｓｅｐｈ－Ｍａｒｉｅ　Ａｍｉｏｔ）神父赶紧向欧洲汇报此事，
告知江南传教区再次受到查禁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在江南传教的郎若瑟 （Ａｒａｕｊｏ）神父已经被捕，
并在他被拖入的衙门中受到官员的拷问……许多基督徒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，并且人们已经公
布了所有在这一省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的体貌特征。”② 在官府的缉拿下，闻风潜藏的江南其他４
位传教士也都被捉拿归案。
经审讯，这５名传教士中有的已潜在江南传教两三年，有的竟长达十年，如费德尼 （Ｄｅｎｉｓ

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）神父于乾隆十年 （１７４５）在教徒的引导下就来到江南传教。苏州教案发生后，他还一
直暗藏于江南继续传教，这让官府十分惊讶。５位神父被关押在南京狱中，并遭到反复拷问。钱
德明神父在信中提及被抓教士、教民的遭遇：“郎若瑟神父已被多次提审；大量基督徒也具有和
郎若瑟神父一样的遭遇；某些受刑者已被打成残疾；另一些人做好了坚强地忍受酷刑、审问的准
备，并勇敢地表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。”③

江南再次发生教案，被拿获的神父关在监中，生死未卜，北京的神父十分担忧。“同僚五人
去岁被捕，今尚在狱，备受刑杖，问官某手画十字，命诸神甫用足踏之。及见诸人不从，复以诸
刑苦之。”④ 任钦天监监副的傅作霖 （Ｆéｌｉｘ　ｄａ　Ｒｏｃｈａ）神父到处斡旋，请求释放５位传教士，
“先是在一七五五年曾数请于总督，请将禁于南京狱中之郎若瑟、卫玛诺、毕安多、费德尼、林
若瑟五神甫开释”⑤。
或许是在京传教士的四处运作起了作用。张若瑟等被关押了一年多后，乾隆二十年 （１７５５）

九月，乾隆帝降下圣旨，重又过问此案，“可传谕询问该督抚等，自张若瑟等犯案之后，现在该
省有无此等西洋夷人潜入内地，煽诱行教之事。如并无此等情事，则张若瑟等自可仍照前旨从
宽，解往澳门安插”，⑥ 言辞之中流露出释放传教士的意思。这种情况下，两江总督尹继善与江
苏巡抚庄有恭只好回奏皇帝：“荷蒙恩谕下询。仰见我皇上恤囚柔远之深仁。臣等尊查张若瑟等
事犯，羁禁之后，现在江省各属并无此等西洋夷人潜入内地、煽诱行教之事。拟合奏明，请旨将
张若瑟等五犯从宽释放，逐程佥差递解粤省，转发澳门安插。仍令严加管束，不许再往内地煽诱
行教。”⑦ 张若瑟等人被释放，并被驱赶至澳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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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乾隆严厉查处传教士的原因

从江南连续发生两次教案来看，乾隆朝对天主教是严行禁止、毫不宽松的。乾隆曾下令：
“仔细地搜捕所有那些于其父皇或在他统治下重返中国内地、在那里秘密而颇有成效地工作的传
教士们。”① 宫中尽管有西洋传教士为其效力，但乾隆并不对禁教政策稍加松弛，他曾表示：“北
京西士功绩甚伟，有益于国，然京外诸省西士，毫无功绩可言。”② 即使是京中传教士，乾隆也
不过把他们看作是为其效忠的臣子，而非宣传天主教教义的神父，这一点传教士心里已十分明
白。１７５３年，宋君荣 （Ａｎｔｏｉｎｅ　Ｇａｕｂｉｌ）神父在致耶稣会会长维斯孔蒂 （Ｖｉｓｃｏｎｔｉ）的一封信中，
提及乾隆对待天主教的情形：“然满、汉人皆知帝恶天主教，不许外省有传教师，并不许官吏入
教。是以读教中书，言教中事者甚稀。即在教友之中，信心日弱，吾不信朝中尚有一人敢在帝前
言西士为传教师。每次吾人试一为之，辄被拒绝。帝意以为我辈西士中已有四人擢授官职，即此
已足，从未思及略微优遇天主教。”③

乾隆对教士、教民的严厉查处，与地方官绅对西方天主教势力进入中国的担忧密不可分。当
时欧洲各国不断进行海外殖民活动，亚洲许多国家相继沦为殖民地。这种情况下，传教士被认为
与西洋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为国家安全计，大臣们主张对传教士严厉处置。乾隆十一年的
福安教案中，福建巡抚周学健为促使乾隆下决心处死西洋传教士，使其不敢再入中华，陈述了五
大理由：
首先，西洋国家阴行诡秘。周学健经过审问得知，西洋国家每年如期运送银两，资助在华的

教士、教民。澳门有８个教堂经管行教、支发钱粮的事，每个堂经管中国一个省。每年该国钱粮
运交吕宋会长，再由吕宋转运至澳门各堂散给。对此，周学健忧心忡忡地提出，“夫以精心计利
之国，而以资财遍散于各省，意欲何为？是其阴行诡秘，实不可测也”。
其次，西洋人坚忍阴狠。周学健认为西洋人饮食、嗜欲与中国相同，但是传教士却能别离父

母、绝其嗜欲，终身为国王行教，直至老死；并且还违反中国的禁令，藏匿于民间，不管是夹壁
还是地窖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藏身之所。据此，周学健推断这种人 “忘身触法，略无悔心。是其坚
忍、阴狠，实不可测也”。

第三，天主教固结人心。周学健发现中国人一旦信奉天主教后，就坚定不移，毫不悔改。不
仅乡村愚民如此，就连文人举子亦如此，他们至死不愿跪拜孔子及关帝诸神，被迫拜后，还说
“身虽拜，心仍不服也”。面对此情形，周学健更为担忧，“以读书入学之生监，归其教者，坚心
背道，至于如此。是其固结人心，更不可测也”。
第四，传教士有幻术诡行。在周学健看来，男女情欲，就是父母、法律都阻止不了的，而信

教的处女却能终生不嫁。他经过仔细察究，认为传教士用铜管吹人的脐肚，人就能终身不思嫁
娶，“是其幻术诡行，更不可测也”。
第五，邪教招服人心。凡入教的人，传教士都给取一个教名，登记在册，每年有人去澳门时

就托其把名册带回，以领取银两。周学健经过讯问，得知 “现在番字册内，共有福安从教男妇二
千六百一十七户口”。面对这种情形，周学健忧愤交加，认为天主教在华收买人心，疾呼：“夫以
白多禄等五人行教，而福安一邑已至二千六百余户口。合各省计之，何能悉数？是其行教中国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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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，固不可问！至以天朝士民而册报番王，俨入版籍。以邪教为招服人心之计，其心犹不可测
也。”①

周学健在奏折中一连用五个 “不可测也”，来提醒乾隆应防止天主教浸淫人心，危害国家。

内中虽然有对于天主教的误解，但较真实地反映了周学健等封疆大吏维护清朝长治久安的动机。

同时，周学健指出将白多禄等人正法，有据可依，与国家 “怀柔远人”的做法并不矛盾。他举出
四条理由：第一，西洋夷人虽在化外，然既入中国，食毛践土，即同编氓；第二，从世宗雍正皇
帝开始，已多年例禁天主教，现在传教士仍潜藏中国，实系有心故犯，显违谕旨；第三，传教士
忽视天朝法度，却畏惧会长的责罚，不加惩创，则习为故常，愈加难禁；第四，治罪必分首、

从，今从教之民人则按律治罪，而为首之夷人，则概置不问，不特无以儆夷人，亦令百姓不
服②。

周学健的再次上书，言之凿凿，不得不让乾隆重新考虑对传教士的处置。封建统治的长治久
安，还需要像周学健这样的海疆重臣为之卖命，皇帝没有必要因为袒护传教士而失去臣属对他的
拥戴③。尽管觉得周学健的主张过于严厉，乾隆还是在他的奏折上硃批：“未免言之过当。然按
律定拟，自所应当。”④ 最终，白多禄神父被斩首，其他几位神父被处斩监侯，不久都毙命于狱
中。乾隆十一年九月，周学健升任江南河道总督。乾隆十二年，苏州教案发生，因福建福安县教
案中已有处死白多禄神父的先例，因此江苏巡抚安宁对于苏州教案中两位神父的严惩，也就不难
理解了。

乾隆十九年，江南再次发生教案时，乾隆起初谕令地方官：“就案完结，毋致滋蔓，将张若
瑟等解回澳门安插。”⑤ 但是地方官员依旧要求严惩传教士。两江总督鄂容安、江苏巡抚庄有恭
这两位在苏州教案中就主张严惩传教士的官员，联名上疏提出，天主教煽惑人心，传教士多次违
抗禁令在华偷偷传教，在福建、江南已有处死传教士的先例之下，他们仍敢潜伏传教，若不加以
严惩，则西洋人不知道天朝的国威，建议 “可否将张若瑟等，照从前江西拿获夷人李世辅之例，

暂行隔别监禁，俾伊等稍知儆惕……如果数年后夷人不敢再入内地，容臣等将张若瑟等奏闻”⑥。

李世辅是乾隆十一年在江西鄱阳县境被抓获的西洋传教士，曾传教山西、陕西等地，次年，乾隆
下旨将其与两名被抓的中国教徒 “永远牢固拘禁。则伊等狡狯伎俩，举无所施，不致蔓延生
事”⑦。显然，地方官员想以处置李世辅的方式为例，囚禁张若瑟等。

乾隆同意了江南地方官员的请求，将神父们继续羁押在监中，以警示其他西洋传教士，不许
他们再擅入内地。同时，令广东督抚明确传谕澳门耶稣会会长季类思，禁止传教士入华传教。其
他被抓获的信徒，如谢文山、汪钦一等，则因是苏州教案中的旧犯，又辗转引送西洋人，所以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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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杖一百，流三千里；其余教徒各被杖一百不等。
江南传教区经过这两次教案的打击，元气大伤。１７５７年，南怀仁 （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　Ｘａｖｅｒ　Ｖｏｎ

Ｌａｉｍｂｅｃｋｈｏｖｅｎ）主教在写给葡萄牙国王若瑟一世 （ＪｏｓｅｐｈⅠ）的一封信中，详细谈到了江南传
教区的境遇：“此省教会因仇教所蒙之教难几尽摧毁无余。牧师尽受打击，信徒业已溃散。前此
教难未受摧毁者，今皆摧毁罄尽。余归来以后，尽余所能，安定人心，谋将散者招集，顾无效
也。信徒恐怖殊甚，不敢将余收留，此处广大江南省境之内，竟无容身之所。”① 在官府的压力
之下，教徒数量日益减少。德玛诺 （Ｒｏｍａｉｎ　Ｈｉｎｄｅｒｅｒ）神父在江南地区日夜忙碌，教徒数仍呈
下降之势。《苏州致命纪略》中记述：“（德玛诺神父）圣德出众，竭心尽力，讲道劝人，不顾艰
险，不避辛苦，所以信教的人又渐渐多了，但终补不满背教的数。”②

四、余　论

乾隆朝严禁天主教，无疑延续了雍正朝的做法，目的是确保江山社稷的稳固。统治者担忧民
众入教会动摇其政权根基，因为他们发现信徒领洗入教后，只知尊奉天主，“竟将世代宗祠全行
抛弃，以父母之祭俱不焚奠”，③ 因此主张对天主教 “严行禁止，如有违禁者，从重治罪，以警
众视”④。而严禁之下，传教士依旧偷偷潜入内地，昼伏夜行秘密布道，信教者又多为下层民众，
无疑使地方官员认为天主教较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更加包藏祸心。周学健就曾指出：“历来白
莲、弥勒等教聚众不法，皆无知奸民借此煽惑，乌合之众立即扑灭。天主教则不动声色潜移默
诱，使人心自然乐趋，以至固结不解。其意之所图，不屑近利、不务速成，包藏祸心而秘密不
露，令人堕其术中而不觉，较之奸民所造邪教为毒更深。”⑤

此外，被拿获的张若瑟等传教士供认：“小的们在澳门听得中国禁止行教。会长季类斯们说
‘虽然禁止，还不妨事，若果行不得，再回来’。小的们听了他的话来的。”⑥ 这使地方官员觉察
出西洋传教士明知中国禁教，但却置若罔闻，仍旧听从长上命令来华传教。再加上传教士每年都
编写信徒名册寄回欧洲，这更让地方官员忧心忡忡，因此他们吁请朝廷禁止传教士再入内地传
教，“有犯则置重典”，⑦ 同时在沿途关津、隘口如广东保昌、江西大庾、福建厦门、江南上海等
水陆必由要道，对传教士加意防范，使其难以蒙混过关。
然而乾隆在位时间较长，地方政府不可能始终做到对天主教刻意防范，因此在禁教政策相对

松弛时，传教士便利用空隙，重又偷偷进入内地秘密传教。不过经历磨难后，一些主教开始着意
培养中国籍传道人员。在中国传道人员的努力下，江南教务虽呈萎缩之势，但仍得以延续。据估
计，“一七八五年江南诸教区尚有教民三万”⑧。

（责任编辑　袁朝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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